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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升创新能力是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文章利用工具变量

法和多重处理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两种税收激励对小微企业创新的组合

式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整体上，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对小微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的

效果不显著，但有助于增强企业所得税减半的激励效果，二者表现为积极的政策协同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政策组合

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流动性约束和税收负担，并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进一步地，政策组合的创新激励效应显著存在于

技术型企业、行业预期前景好、社会经济关注度高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中。文章结论有助于为进一步对实施新的小

微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提供经验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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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新是驱动我国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作为创新生力军，

对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关键支撑作用。然而，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创新面临着诸

多劣势：更加复杂的竞争环境和相对匮乏的可利用资源、融资难融资贵、无法系统消化研发风险、创

新过程成活率低、缺乏技能型人力资本等（Frosman，2009；Saunila and Ukko，2014；甘犁等，2019）。为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自 2013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数次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列为专题。财政部和

国家税务总局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降低小微企业税负的税收优惠政策，并逐年加大减税降费力

度，如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等（王伟同等，2020）。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

出进一步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而这些政策工具组合如何影响小

微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现有文献尚未给予充足重视，尤其是随着当前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政策的不

断加码、同步，如何持续打好税收政策组合拳，科学回答这一问题不仅可以助力小微企业发挥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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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力军作用，也对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价值。

税收优惠作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行之有效的市场型激励措施，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研发成

本提高预期收益率，促进企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同时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也具有明显的信号

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直接放宽企业流动性约束。创新过程意味着高科

技设备和高技能人力资源的投入，而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会影响企业在设备和高技能人力资源的投

入，尤其是对于创新过程更多来源于内部资金的小微企业而言，税收激励所产生的现金流将会激励

受此类约束的公司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创新绩效（Wang and Kesan，2020）。

围绕着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这一议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具体分为两个视角：

其一是将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内置于统一分析框架，比较税收激励的异质性效应（Baghana and Moh⁃
nen，2009；Crespi et al.，2016；Zwick and Mahon，2017），他们的研究表明小微企业面临着更大的融资

约束，对税收激励更加敏感，R&D的税收价格弹性也更大；其二是直接或间接利用减税考察对中小

微企业的激励效应，具体又分为以企业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激励和以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激励两个

维度。直接税激励方面，已有研究分别从企业所得税减半（魏紫等，2018）、加速折旧（Zwick and Ma⁃
hon，2017）、R&D税收减免（Dechezleprêtre et al.，2016；Agrawal et al.，2020）等展开了具体考察；间接

税激励方面，主要聚焦于“营改增”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如张璇等（2019）利用 2008—2015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营改增”促进企业创新的主要机制在于降低了企业税负，且对中小企业的影

响更加突出。甘犁等（2019）评估了小微企业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的经济效应，发现小微企业起征点提

升降低了其税收负担，并促进了小微企业投资和社会就业人口的增加，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

然而，作为我国近年来激励小微企业发展的两项重要政策举措，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视角

考察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和增值税起征点的激励效应，却可能因忽视其交叉同步特征致使估计结果

存在潜在处理问题，从而政策评估效应存在一定偏差（Guerzoni and Raiteri，2015）。而基于小微企业

可能同时享受这两种政策优惠的特征事实，将二者纳入统一框架并识别其相互作用对小微企业的影

响则显得十分有必要。鉴于此，本文使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以企业所得税减半征

收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为主体的组合式税收优惠对小微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及作用机制。由于实

际享受税收激励与小微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可能具有的双向因果关系，本文一方面通过构造工具变量

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不可观测变量带来的内生偏差，另一方面根据不同政策之间可能存在的

潜在处理效应问题，在多重处理框架下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证实了二者之间的因果效应。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显著地提升了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而增值税起征点

提升的创新激励效应并不显著；增值税优惠对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效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表现为

较强的政策组合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政策组合有效地降低了企业流动性约束和企业税负，并释放出

积极的政策信号。进一步地，政策组合效应显著存在于需要融资贷款的企业、社会经济关注度高、行

业预期前景好、技术型行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中。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如

何利用税收激励提升其创新能力，无疑至关重要。以往研究鲜见对二者关系的直接考察，而本文以

小微企业创新为研究对象，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二，本文为我国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支持

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随着国家各项小微企业减税降费优惠政策的不断加码，与已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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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重点考察单一式政策效应不同，本文考察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与增值税起征点提升同步实施的税

收激励效应，有助于理解税收工具的相互作用，也为新的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支

持。第三，基于工具变量法和多重处理效应框架，本文利用全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基于样本不可观测变量与可观测变量选择产生的偏差问题，也有效处理了因政策相互作用而存在

的隐藏处理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政策背景

（一）文献综述

就国内外研究看，将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纳入统一框架，直接分析组合式税收激励对小微企业

创新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如前文所述，已有文献更多地考察单一式税收优惠对小微企业的创新激

励效应，具体研究从两个视角展开，其一是将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内置于统一分析框架，比较税收激

励的异质性效应。Baghana and Mohnen（2009）基于魁北克 1997—2003年制造业企业数据，比较了税

收激励分别对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影响，发现税收激励对小企业的R&D税收价格弹性大于大公

司，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小公司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更高，因而减税的R&D效应才更明显；Lokshin
and Mohnen（2013）利用荷兰数据，将样本分为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也是发现小型企业具有更大的

R&D成本弹性；Crespi et al.（2016）运用阿根廷中小型企业数据同样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其二是以政策目标和作用点为视角，直接或间接考察减税对中小微企业的激励效应，具体有企

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等。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方面，魏紫等

（2018）基于财税〔2014〕34号文，利用三个省份 2013—2014年的税收调查数据，借助 PSM-DID模型

对小微企业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政策效应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可以显著提

高企业的净利润、固定资产收益率和投资水平，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解洪涛、张建顺（2020）同样基于

2014年企业所得税减半政策，使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考察了其对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享

受了政策优惠的企业雇工数量增加了 5.36%—5.72%，也提高了投资水平。由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相当于一笔“短期无息贷款”，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在降低企业税负、减轻资金压力、扩大投资等方面

起着重要的作用，且小型企业对税收激励的反映更加灵敏（Zwick and Mahon，2017）。目前，我国尚没

有直接针对小微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已有研究主要针对中小型公司展开。理论上，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充当了“非债务税盾”的角色，企业通过税前加计抵扣，产生的税盾效应有助于降低企

业研发过程中的人力成本和资本投资成本，从而刺激企业扩大研发投资，尤其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在

面临较大融资约束的情况下，更有动机进行研发投入（李源等，2022）；张俊瑞等（2016）基于对陕西省

195家企业的调研数据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而对非高新技

术类企业创新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张信东等（2014）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

PSM法发现享受了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拥有更多的专利、新产品和科技奖励；Dechezleprêtre et al.
（2016）以英国 2008年针对中小型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抵免政策为冲击，利用断点回归发现研发政

策产生的税收价格弹性为 2.6，远高于大型企业的税收价格弹性；Kobayashi（2014）使用PSM评估了日

本阶梯式税率优惠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R&D税收激励效应因行业、规模和流动性约束而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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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且受流动性约束越大的企业，税后激励效应越大，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小公司的研发大多来自于内

部资金，而税收激励有效地补充了小公司内部资金的短缺。除了上述从企业所得税视角展开研究

外，张璇等（2019）以“营改增”为例发现，“营改增”对中小型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加突出；甘犁等（2019）
发现小微企业增值税起征点提升促进了小微企业投资和就业人口的增加，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

事实上，企业可能同时享受多种政策优惠，已有研究虽然从单一视角考察使得问题更加聚焦，却

可能因忽视这些政策工具的同步性和交叉重叠特征，致使估计结果存在隐藏处理问题（Czarnitzki
and Lopes-Bento，2014；Guerzoni and Raiteri，2015）。Ernst et al.（2014）对税率式优惠和研发税收抵免

的效应进行了比较，发现控制了政策同步产生的隐藏效应后，研发税收减免并没有对研发质量产生

积极的影响，反而还降低了创新质量。Guerzoni and Raiteri（2015）同时考察了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与

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组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当控制了政策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后，财政

补贴和税收减免对企业研发创新并没有产生显著性的影响。Radicic and Pugh（2016）也从组合式政

策视角检验了国家和欧洲联邦的R&D资助项目在促进R&D投入与产出方面的互补性。结果表明，

就R&D投入而言，与仅享受国家项目支持的公司R&D投入相比，同时享受国家项目与联邦支持项目

的公司R&D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处理效应，说明这两个项目在促进企业R&D投入上具有相互补充

作用，而R&D产出效果并不显著。刘怡等（2017）使用三重差分法检验了东北三省同时实行的加速

折旧政策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加速折旧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

资，而增值税不仅未能有效促进投资，还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政策效应，这意味着直接税激励效果可

能要强于间接税。Wang and Kesan（2020）以我国 2011年增值税扩围和集成电路行业税收减免为对

象，研究了企业税收抵免和增值税激励对中小型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也是发现类似结

论。其认为金融缺口理论能够解释由企业税收抵免带来的R&D激励问题，但无法解释增值税的激

励效果，且二者相比较而言，公司税减免产生的R&D激励效应大于增值税减免的激励效应。陈明艺

等（2021）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所得税税收负担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抑制作用，而流转税税负无

明显影响，这意味着降低企业所得税具有相对较强的激励效应。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分析单项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且主要聚焦于上市公司或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相比于此，小微企业常年贡献了80％的就业、70％左右的发明专利、80%的新产品

研发、60％以上的GDP和 50％以上的税收（岳树民、徐从超，2016；易纲，2018）①，更应值得关注。而

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我国政府不断加码了小微企业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增值税起征点也一再提

升，但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尚未引起研究上的充分重视，且由于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点和目标差异，

仅聚焦于单一式税收工具可能因隐藏处理问题而高估政策效应，相反借助于多重处理效应框架同时

考察多种政策工具的交互作用则有助于缓解估计偏差。

（二）政策背景

为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和缓解融资约束，我国政府针对中小微企业实行的主要是以企业所得税和

增值税为主的税收优惠和减免政策（李琼、汪德华，2022），二者又以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与增值税起

征点提升为主要内容。

就所得税而言。新企业所得税税法出台前，小微企业税收优惠以相对较低的所得税税率为主，

①易纲，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35710715_10018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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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年应税所得额不超过 3万元的企业，按 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3万元至 10万元（含）的

企业，按27%的税率征税。新企业所得税税法施行后，不仅明确了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还进一步规

定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享受 20%的所得税优惠税率，普遍低于普通企业 25%的法定税率。表 1列
举了自 2010年以来小微企业减半征收标准变动表。可以看出，自 2010年首次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 3万元的企业减按 50%征收以来，近些年来小微企业减半征收标准一再提高。至 2014年，企业

所得税优惠措施扩至全部小微企业。2017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将小微企业的应纳税所

得额标准提升至 50万元，并同步提升了减半征收标准。2019年，小微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标准与减半

征收标准提升至300万元。以上表明，小微企业政策优惠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受惠范围也在逐步扩大。

增值税方面，除了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征税规定外，直接针对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主要是增

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规定。根据 2009年增值税和营业税实施细则，二者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或

营业额）2000元—5000元，但仅限于个体工商业户和个人等市场主体。2011年起征点统一提高至

0.5万元—2万元，而实际执行中，各地均从高选择适用了 2万元的上限。随着财税〔2013〕52号文的

发布，增值税（营业税）优惠正式扩展到小微企业。2014年10月，起征点提高到3万元，这一政策一直

持续到 2018年底。2019年，国务院推出了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并将小微企业的月

销售额从3万元提升至10万元。2021年，合计月销售额不超过15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表1 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标准变动表

文件

财税〔2009〕133号

财税〔2011〕4号

财税〔2011〕117号

财税〔2014〕34号

财税〔2015〕34号

财税〔2015〕99号

财税〔2017〕43号

财税〔2018〕77号

财税〔2019〕13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12号

主要内容

Taxable≤3万元

Taxable≤3万元

Taxable≤6万元

Taxable≤10万元

Taxable≤20万元

Taxable≤30万元

Taxable≤50万元

Taxable≤100万元

Taxable≤100万元

100万元≤Taxable≤300万元

Taxable≤100万元

100万元≤Taxable≤300万元

实际税率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5%
10%
2.5%
10%

执行时间

2010.1.1—2010.12.31
2011.1.1—2011.12.31
2012.1.1—2013.12.31
2014.1.1—2014.12.31
2015.1.1—2015.9.30
2015.10.1—2016.12.31
2017.1.1—2017.12.31
2018.1.1—2018.12.31
2019.1.1—2020.12.31

2021.1.1—2022.12.31

注：Taxable为年应纳税所得额。

资料来源：作者搜集。

三、实证策略

（一）模型设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

据库（CMES）。该调查于 2015年开展，涵盖了 2014年全国 28个省市（除西藏、青海、新疆以及港澳台

地区）的 5497家小微企业，问卷内容包含基本信息和其他生产经营、财务、税费等方面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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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制造业、建筑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业等 19个行业。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本文剔除了受访对象不是法人的样本，筛选出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并剔除了关键变量有缺失

的样本，最终得到1097家企业。最后对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缩尾处理。

1.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借助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所得税减半征收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的创新激励效应进

行基准回归分析，模型设计如下：

innov = α + β1Taxcit + β2Taxvat + γControls + prov + ind + ε （1）
innov = α + β1Taxcit + β2Taxvat + β3Taxcit × Taxvat + γControls + prov + ind + ε （2）
上式中，innov为小微企业创新，Taxcit、Taxvat分别表示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增值税起征点优惠两

项政策激励措施，β1、β2、β3为本文着重关注的待估参数，通过观察其符号方向及大小来考察此两项

税收激励措施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另外，Controls为企业特征变量，分别为企业年龄、企业规模、

资本密集度、是否坐落于园区等，ε为随机误差项。具体回归时，本文还同时控制了省份效应（prov）
和行业效应（ind），并使用聚类到省份的标准误。

2.内生性分析

税收激励与小微企业创新之间可能因样本选择偏差、互为因果、遗漏变量等问题产生内生性问

题。对于本文，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尤其是技术型小微企业往往会更有动力关注政策走向，以便享受

政策优惠降低其研发成本。此类企业相对而言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制度设施，对税收法律法规的

掌握也较为全面，其可能因更关注国家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增加享受政策优惠的几率，税收激励

与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将因此类内生性问题致使估计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为此，本文首先选择工具

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根据调查问卷设计，选择“企业是否听过下列优惠政策”为相应的工具变

量，即“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20万元以内的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hear_cit）”作为企业是否

实际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工具变量，“月销售额不超过 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营业

税）（hear_vat）”作为增值税税收激励的工具变量。具体分析详见下文。

3.多重处理效应分析

基准回归部分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两种类型税收激励的异质性和组合效应，却忽视了部分企业同

时享受多种税收优惠政策而存在的潜在处理问题（Almus and Czarnitzki，2003）。已有文献常使用广

义倾向得分匹配处理此类多重处理效应问题（Imbens，2000；黄速建、刘美玉，2020）。相对于一般的

政策处理效应分析框架，多重处理效应分析可以有效处理样本中含有M+1个处理组的情况，其中

m ∈ { }0, 1,…,M ，m为处理变量。具体到本文，为分别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政策、增值税起征点优惠、

同时享受两类政策优惠。参考Czarnitzki and Lopes-Bento（2014）、Guerzoni and Raiteri（2015），将未享

受到任何税收政策优惠的企业设置为控制组，赋值为（0，0），仅享受所得税减半的处理组和仅享受增

值税起征点优惠的处理组分别赋值（1，0）、（0，1），同时享受两种政策优惠的处理组赋值为（1，1），使

用广义倾向得分计算得到各自的政策平均处理效应为：

ATT = E [ ]Ym|T = m - E [ ]Y l|T = m = E [ ]Ym|T = m -
Epm (X ), pl (X )E [ ](Y l|pm (X ), pl (X ), T = l )|T = m （3）

式（3）中，等式左侧ATT为平均处理效应，右侧第一项为受到政策m影响的可观测群体，而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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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为与此相对应的观测不到的对照组，二者差分即得到平均处理效应。m为处理组，l为m的对

照组，X为协变量，由于Yl观测不到，本文使用多值Probit模型得到其广义倾向得分值并进行近邻匹

配，P为广义倾向得分。

根据Almus and Czarnitzki（2003），多重处理效应框架下，首先验证其是否满足独立性假设和共同

支撑假设，即：

(Y 0 ; Y 1 ; Y 2… ; YM) ⊥ W|X = x （4）
0 < Pm ( )X < 1,∀m = 0,1,…,M （5）
Pm ( )X = P ( )T = m|X （6）
其中，( )Y0 ; Y1 ; Y2…; YM 为所有的政策处理组集合，W为结果变量小微企业创新。在上述两个假设

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本文继而使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检验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创新激励效应。

（二）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1.小微企业创新

根据Kirner et al.（2009），小微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来源于企业的正式研发活动和基于新产

品的研发产出。现有文献常采取 5种方式度量企业创新：专利以及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创新效率、

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构建创新指数等。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视角度量小微企业

创新能力。由于数据库中研发投入数据缺失太多，无法获得完整的R&D支出数据，但研发投入中人

力资源投入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CMES分别向小微企业主问询了“贵企业对员工学习能力的重视程

度”、“贵企业对员工创新能力的重视程度”等，本文以此表示企业创新投入能力。根据CMES数据，

62.53%的小微企业较为重视员工学习能力，71.01%的企业比较重视员工创新能力，这表明小微企业

创新中员工创新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企业创新产出能力以“是否有创新”、“是否有除了产品和技术

外的其他创新，如组织、服务、营销”、“贵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表征。根据统计，

仅有 31.18%的企业实际上有创新产出，19.42%的企业有除技术之外的其他管理上的创新，60.07%
的小微企业产品比较具有市场竞争力，这些表明小微企业创新产出能力相对不足。进一步地，为便

于分析，将这几类变量分别设置成二值虚拟变量，使用迭代主因子分析法提取主因子计算综合得分。

2.税收激励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增值税起征点提升政策及二者交叉项。依据

CMES问卷设计中“2014年贵企业享受到了哪些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回答分别设置二值虚拟

变量，将回答“享受了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20万以下的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和“月销售额不超过 3万
元的暂免征增值税（营业税）”的企业记为 1，未享受的赋值为 0。样本中，仅有 12.12%的企业享受到

了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的政策优惠，13.97%的小微企业享受了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政策优惠，同时

享受两种政策优惠的企业占比仅为 4.63%。与此相比，听说过这两类优惠政策的企业占比为 30%—

35%。可见，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存在着宣传覆盖率和实际享受率均较低的情况。

3.其他控制变量

参考 Czarnitzki and Lopes-Bento（2014），黄宇虹、黄霖（2019），黄速建、刘美玉（2020），本文还同

时控制了以下企业类特征变量：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是否坐落于园区、企业主年龄、企

业主性别和教育背景、员工人数、是否加入行业协会。其中，企业年龄使用调查年份减去成立年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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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对数表示。本文认为较为年轻的公司有充足的创新活力，企业主也更富有冒险精神，而年龄较

大的公司通常不愿意承担过多的创新风险；企业规模使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其大小意味

着管理的相对规范程度，对于大型企业而言，管理相对较为规范的同时也可能难以对市场环境变化

做出灵活性的政策调整；相对于劳动型密集企业，资本型密集企业不仅会更加依赖于企业创新，也相

对拥有较为丰富的创新管理经验，使用人均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资本密集程度；通常，园区企业可以

享受到园区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更有利于企业实现自主创新，以问卷调查中是否位于工业园区、科

技园区或者出口加工区为划分，使用虚拟变量表示；和企业年龄类似，企业主年龄越大，越是不容易

接受新鲜事物，从而不利于企业创新；但企业主教育背景意味着企业主的人力资本优势，教育层次越

高，其对创新风险的认识也会更加系统、全面，创新成功率可能会较高；与女性相比，男性企业主更具

有冒险意识；员工人数使用年度普通员工和管理人员的自然对数表示；加入行业协会意味着企业将

会拥有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用于创新，可以有效地提升其创新能力。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创新能力

是否有创新

是否有技术外创新

员工创新重视程度

员工创新能力

产品市场竞争力

增值税起征点

企业所得税减半

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企业主年龄

企业主性别

资本密集度

企业主教育背景

是否坐落于园区

员工人数

是否加入行业协会

观测量

1097
1097
1097
1097
1097
1097
1097
1097
1097
1097
1097
1097
1097
1097
1097
1097
1097

均值

-0.1556
0.3118
0.1942
0.6253
0.7101
0.6007
0.1222
0.1395
1.8893
14.2977
3.7732
0.8177
11.6486
2.6071
0.2489
2.7694
0.3728

标准差

0.9278
0.4634
0.3957
0.4843
0.4539
0.49
0.3276
0.3466
0.8813
2.1949
0.2444
0.3863
1.8552
0.2852
0.4326
1.0941
0.4838

最小值

-1.9221
0
0
0
0
0
0
0
0
0

2.9444
0
0
0
0

0.6931
0

最大值

0.9266
1
1
1
1
1
1
1

4.0775
21.5117
4.6821
1

17.7668
2.9444
1

8.4121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不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基准回归使用交互项形式，利用OLS法对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两类税

收激励的异质和组合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单独还是将二者交互

项纳入统一模型，企业所得税激励对小微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且绝大多数模

型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相反，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说明以增值税（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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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征点提升并没有给小微企业带来创新激励效应，而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效果则十分显著。这可

能是由于：一方面，就本文样本而言，增值税政策的贯彻普及力度小于企业所得税，导致增值税未能

起到显著的激励效果；另一方面，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是企业商品和劳务，其减免政策更多地是以改变

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的形式影响其创新投入决策，而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前提是企业实现正的利

润，并不会改变其预算线斜率和其创新投入决策。就组合政策效果而言，同时享受两种政策优惠的

激励效应要大于单独享受企业所得税的激励效应，意味着增值税起征点提升具有强化所得税减半征

收激励效果的作用。

其他变量回归结果也大多与前文预期相符。其中，企业年龄、企业主年龄与小微企业创新能力

显著负相关，而企业主教育背景与加入行业协会对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具有积极的影响。这说明，企

业及其CEO越年轻，越有动力投入人力和物力，从而拥有更高的创新能力，教育背景和加入行业协会

能给企业主带来健全的知识体系和丰富的资源体系，也有利于其创新能力的提升。

表3 基准回归分析

变量

增值税起征点提升

企业所得税减半

同时享受两种政策

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资本密集度

企业主年龄

企业主性别

企业主教育背景

是否坐落于园区

员工人数

是否加入行业协会

常数项

省份效应

行业效应

R2
N

（1）
0.0274

（0.0886）
0.2211***
（0.0732）

-0.1898***
（0.0511）

否

否

0.0074
1097

（2）
-0.0011

（0.1080）
0.1975**

（0.0782）
0.2859**

（0.1321）

-0.1873***
（0.0520）

否

否

0.0076
1097

（3）
0.0341

（0.1187）
0.1606**

（0.0758）
0.3105**

（0.1282）
-0.0899*
（0.0444）
-0.1593

（0.2090）
0.1683

（0.2159）
-0.4514***
（0.1432）
0.0463

（0.0551）
0.3036**

（0.1207）
0.0258

（0.0452）
0.3728*

（0.2167）
0.1337***
（0.0444）
0.0844

（0.7383）
否

否

0.1091
1097

（4）
-0.0046

（0.1146）
0.1672**

（0.0789）
0.3215**

（0.1346）
-0.0772*
（0.0411）
-0.1037

（0.2281）
0.1115

（0.2363）
-0.3826**
（0.1505）
0.0577

（0.0567）
0.2997**

（0.1243）
0.0454

（0.0424）
0.3178

（0.2370）
0.1169**

（0.0467）
0.0547

（0.7956）
是

否

0.1425
1097

（5）
-0.0044

（0.1130）
0.1696**

（0.0790）
0.3110**

（0.1290）
-0.0821**
（0.0397）
-0.1202

（0.2296）
0.1296

（0.2380）
-0.3925**
（0.1458）
0.0599

（0.0549）
0.2903**

（0.1217）
0.0418

（0.0415）
0.3319

（0.2384）
0.1159**

（0.0471）
0.0917

（0.7785）
是

是

0.1462
1097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为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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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政策时滞的存在可能会对本文结论产生一定的干扰，加之创新过程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截面

数据并不能以此检验二者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动态激励效应。对此，我们通过删除受政策影响样本的

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1）删除仅受 2014年政策影响样本，将剩余样本划分为受之前年度政策影响

和未受到任何政策影响两部分。具体地，由于样本期间小微企业实际税率是 10%，根据财税〔2014〕
34号文，删除样本中 2014年企业缴纳所得税范围是 6千至 1万的样本，同时根据财税〔2014〕71号文，

去掉 2014年营业收入年销售额在 24万元至 36万元的企业。这样一来，样本中就仅保留了不受 2014
年政策影响的企业。（2）根据财税〔2011〕117号文，2012—2013年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标准从 3
万元提升至 6万元，而增值税规定未发生变化，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掉企业所得税在 3千元至

6千元的样本。通过去掉上述样本后，对式（2）重新进行回归观察政策效应是否发生变化。具体回归

结果见表4，经过上述处理后，回归结论并未发生本质改变，说明了基本结论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增值税起征点

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

同时享受两种政策

控制变量

省份效应

行业效应

R2
N

（1）
-0.0058

（0.1300）
0.2047*

（0.1064）
0.1721

（0.1480）
否

是

是

0.0542
931

（2）
0.0417

（0.1250）
0.1638*

（0.931）
0.2450*

（0.1472）
是

是

是

0.1283
931

（3）
-0.0248

（0.1342）
0.2599**

（0.1080）
0.2406*

（0.1436）
否

是

是

0.0531
898

（4）
0.0289

（0.1291）
0.2042*

（0.1054）
0.3122**

（0.1447）
是

是

是

0.1259
898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为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

（三）内生性分析

如前所述，税收激励与小微企业创新可能因互为双向因果、自选择偏差等致使估计结果偏误。

对于后者，文献中常借用非参数匹配法解决，由于政策效应识别还涉及到多重处理效应，具体见下文

分析；而对于前者，本文借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分别设置企业是否听说过“小微企业年应

纳税所得额在 20万元以内的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hear_cit）”、“月销售额不超过 3万元的小微企

业免征增值税（营业税）（hear_vat）”为企业实际享受所得税减半征收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的工具变

量，并使用二者交互项（hear_both）作为同时享受两种政策的工具变量。理论上，工具变量须同时满

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适用性条件。就相关性而言，企业在听说自己符合相关政策优惠内容时，为降

低企业经营成本，完全有动机申请享受这两个方面的政策优惠，满足相关性要求；就外生性而言，企

业创新决策是综合考虑收益成本后的结果，而仅是听不听说存在政策优惠内容与企业日常创新行为

决策并没有必然联系，因而其也满足外生性条件。

表 5汇报了使用工具变量法回归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分析结果，最后几行为工具变量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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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验结果。估计结果显示，各模型均拒绝了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同时其Kleibergen-Paap Wald统计

量也均大于 10，表明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从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企业所得税

激励还是增值税优惠，工具变量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一旦企业获知政策优惠时，

完全有动机并努力提升自己获取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概率。同时，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也进一步证

实了基准回归结论，此两类税收激励中企业所得税的政策激励效应相对较为积极，增值税起征点提

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5 内生性分析

变量

增值税起征点提升

企业所得税减半

同时享受两种政策

hear_vat

hear_cit

hear_both
控制变量

省份效应

行业效应

R2
识别不足检验

KP_F值

N

（1）
增值税

第一阶段

0.335***
（0.029）

是

是

是

0.1401
14.755***
136.594
1096

创新

第二阶段

0.0508
（0.1906）

是

是

是

（2）
企业所得税

第一阶段

0.424***
（0.040）

是

是

是

0.1452
14.694***
110.908
1096

创新

第二阶段

0.2319**
（0.0968）

是

是

是

（3）
增值税

第一阶段

0.461***
（0.041）
0.026

（0.017）
0.216***
（0.042）

是

是

是

0.1147
10.762***
13.019
1096

企业所得税

0.032
（0.025）
0.492***
（0.057）
0.116*

（0.063）
是

是

是

创新

第二阶段

0.085
（0.236）
0.502***
（0.132）
0.879***
（0.331）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省份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四）多重效应分析

前文结论也可能因可观测特征产生选择偏差问题，同时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能带来潜在处

理效应问题。借鉴Czarnitzki and Lopes-Bento（2014）、Guerzoni and Raiteri（2015），本文进一步在多重

处理框架下对基本结论的稳健性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检验，具体是：将未享受过任何政策优

惠的企业设置为控制组，赋值为（0，0），仅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和仅享受增值税起征点优惠的分

别赋值为（0，1）、（1，0），同时享受两种政策优惠的赋值（1，1）。作为对比，本文还同时汇报了享受企

业所得税减半和享受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的匹配效果，其对应控制组为未享受此类政策优惠的企业，

由于这两类处理组包含了同时享受另一种政策优惠的企业，可以预计匹配结果可能因政策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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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而高估政策处理效应。具体匹配过程中，为最小化均方误差，使用卡尺内 1对 4近邻匹配，半

径根据倾向得分值乘以 0.25计算得到，协变量为基准回归中连续型变量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和企业

主教育背景、员工人数以及资本密集度等。表 6和图 1汇报了使用GPSM前后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可

以看出，匹配后Pseudo R2和似然函数比均比匹配前有大幅的降低，且匹配后样本均值偏差也大多在

5%以下，可以认为广义倾向得分匹配后，满足了平衡性检验要求。

表6 平衡性检验

处理组

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

享受增值税起征点优惠

仅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

仅享受增值税起征点

同时享受两种政策

样本

Un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Matched

Pseudo R2
0.031
0.001
0.054
0.001
0.048
0.004
0.104
0.003
0.012
0.004

LR chi2
27.910
0.500
43.940
0.200
30.830
0.980
57.370
0.610
4.840
0.630

p>chi2
0.000
0.998
0.000
0.995
0.000
0.986
0.000
0.988
0.436
0.987

Mean Bias
9.500
1.300
39.300
2.200
11.700
4.000
53.000
3.400
14.300
5.200

Med Bias
4.200
0.800
39.200
2.100
4.900
2.300
51.500
2.400
13.500
5.000

图1-1 享受企业所得税政策优惠 图1-2 享受增值税政策优惠

图1-3 仅享受企业所得税政策优惠 图1-4 仅享受增值税政策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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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同时享受两种政策优惠（1:4）

图1 匹配前后倾向得分图

紧接着，表 7比较了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两种激励方式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异质性效应与组合效

应。与基准回归分析一致，企业所得税优惠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为 30.22%，而增值税激励的影响

依然不显著，进一步证实了基本结论的稳健性。就多重效应分析结果看，对于仅享受企业所得税税

收优惠的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政策效应为 0.1942，说明在享受了该项政策后，小微企业创新能力

提升了19.42%。分析结果也显示同时享受两种政策优惠的效应为0.3383，这说明两类政策激励并没

有表现为替代效应，增值税优惠与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效果产生了较强的协同作用。与刘怡等

（2017）不同，他们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发现增值税激励政策不仅未能有效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反而还

减弱了企业所得税的政策效果。这可能是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除了面临着更大的融资缺口

外，创新灵活性强、组织架构扁平化、内部决策成本低，对国家创新激励政策更加敏感（Lokshin and
Mohnen，2013）等特征，致使二者呈现出互补效应。与已有研究结论类似，Guerzoni and Raiteri（2015）
则发现仅享受税收激励的政策效应为 10.13%，而同时享受多种政策优惠的激励效应为 30%左右。

与之不同，本文以创新能力为研究对象，虽然具体效应大小并不可比，但同样说明不同税收工具之间

较强的互补性。

表7 多重处理效应分析

政策

享受企业所得税

享受增值税

仅享受企业所得税

仅享受增值税

同时享受两种政策

处理组均值

0.0408
-0.0749
0.0101
-0.1668
0.9858

控制组均值

-0.2614
-0.2277
-0.1841
-0.1599
-0.2397

差异

0.3022***
0.1527
0.1942*
-0.0069
0.3383**

标准误

0.0873
0.0983
0.1038
0.1272
0.1487

t值
3.46
1.55
1.87

-0.0500
2.2700

五、异质性分析与机制检验

（一）异质性分析

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可能因企业自身经营特征、区位、行业特点等因素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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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察企业自身经营特点上的差异性。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着资金来源

压力和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且大多小微企业经营方式较为简单，经营权与所有权高度统一。因而，

企业主对社会经济金融信息的掌握程度及对行业未来预期将直接影响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以问

卷中“您平时对经济、金融方面的信息关注程度如何”表示经济金融关注度，将全样本分为对社会经

济关注度高与社会经济关注度低两个子样本，本文认为对社会经济金融关注较高的企业，会充分汲

取社会可利用资源，获取自身发展所需支持；此外，企业主对行业前景的预期状况也会影响小微企业

未来的创新投入，完全有理由认为那些对未来预期较好的企业会比预期较差的企业投入更多精力用

于创新，以此摆脱经营困境。依据问卷调查中企业主的回答将全样本分为预期前景好和预期前景差

两个子样本。根据统计，对社会经济关注度较高的企业占比 50.7%，而对行业前景比较看好的企业

占比 68.28%。表 8中模型 1和模型 2的回归结果表明，政策的叠加享受对社会经济关注度更高组企

业的激励效应要大于对社会经济关注较低组企业，同时对行业预期前景较好企业的激励效应相对显

著，而对行业预期较差的企业并不会因此利用税收激励提高创新投入。正如前文所述，近些年来，我

国政府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逐年加大，其所得税减半征收标准从最初的 3万元一直到 300万元，而

增值税起征点标准也从最初的 2万元加码到 15万元。特别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也几乎是国务院常

务会议的“常客”，重视程度有增无减。对于以上这两类企业而言，政府扶持力度的逐年加大无疑会

增强其发展动力，助力其纾困从而激发创新活力。

表8 企业经营特征的异质性

变量

增值税起征点提升

企业所得税减半

同时享受两种政策

控制变量

省份效应

行业效应

R2
N

(1)
经济关注度高

-0.3358*
（0.1813）
0.1887*

（0.1027）
0.3508**

（0.1442）
是

是

是

0.2604
252

(2)
经济关注度低

0.1372
（0.1335）
0.1441

（0.2310）
0.4116

（0.2810）
是

是

是

0.1618
845

(3)
预期前景好

-0.0248
（0.1174）
0.0869

（0.1008）
0.2918**

（0.1266）
是

是

是

0.1411
749

(4)
预期前景差

-0.0366
（0.2409）
0.2244

（0.2209）
0.0536

（0.3760）
是

是

是

0.1624
348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省份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其次，本文继续从地区和行业层面比较税收激励的异质性效应。将样本按照企业所在省份分成

东中西三个地区，并借鉴黄宇虹、黄霖（2019），将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划分为技术型行业，其他为非技术型行业。如表 9所示，以增值税起征

点提升与企业所得税减半为主体的组合式政策优惠的积极效应显著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和技术型行

业。这可能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环境的劣势迫使辖区企业迫切希望通过创新

提升自身竞争力，因而税收激励的效应相对明显。而技术型企业由于本身对技术、人力资本拥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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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高的要求，增值税起征点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其外购研发费用，企业所得税减半有助于降低所得

税税负促进其发展。

表9 地区与行业异质性

变量

增值税起征点提升

企业所得税减半

同时享受两种政策

控制变量

省份效应

行业效应

R2
N

（1）
东部

0.0504
（0.1437）
0.1232

（0.1425）
-0.1564

（0.2194）
是

是

是

0.1810
580

（2）
中部

0.2650
（0.3857）
0.3764***
（0.1345）
0.5468***
（0.1900）

是

是

是

0.2048
230

（3）
西部

-0.2820
（0.1832）
0.0740

（0.1854）
0.5357***
（0.1636）

是

是

是

0.1794
287

（4）
技术型企业

0.2213
（0.1922）
0.2184*

（0.1251）
0.5200**

（0.2431）
是

是

是

0.1761
442

（5）
非技术型企业

-0.0228
（0.1294）
0.1179

（0.1354）
0.1815

（0.1477）
是

是

是

0.1753
655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省份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二）机制检验

如前文所述，税收激励影响小微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税收优惠

直接降低了企业创新的边际成本，有助于提升创新积极性，激发创新活力（林志帆、刘诗源，2017；李
林木、汪冲，2017）。其次，放宽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会影响企业在设备和高技能人力资

源的投入（Hall and Lerner，2010；张璇等，2017；黄速建、刘美玉，2020），尤其是对于创新过程更多来

源于内部资金的小微企业而言，税收激励所产生的现金流将会直接放宽企业融资约束，激励受此类

约束的公司进行研发投入，提升创新绩效（Wang and Kesan，2020）。最后，释放政策信号效应。

Da Rin et al.（2011）的研究表明，降低企业所得税负担有利于企业家进入。Baliamoune-Lutz and
Garello（2011）认为，减税意味着企业税后净利润的增加，会提高企业家精神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李

真、李茂林（2021）研究认为，持续性的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了未来不确定性，增强了企业家信心，而充

足的企业家信心有利于企业家制定研发计划，提高研发产出。因而，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通过释放

政策信号效应激励企业家创新投入。

本部分通过考察组合式税收优惠政策是否会对面临较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以及较高企业研

发成本的企业产生更加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检验上述机制的存在。其中，由于样本中研发投入数

据缺失较多，本文转而使用企业税负降低程度论证其成本效应，指标使用企业实际承担的总体税收

除以当年营业收入表示，并以此将全样本划分为税负较高组和较低组。创新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抑制

小微企业创新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不确定性的增加将提升小微企业创新投入成本和创新风险，而降

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以有效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具

体计算使用问卷调查中“制约企业创新的因素有哪些”中研发风险较大、市场因素、技术模仿容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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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健全等 5个选项，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其综合得分，以此表征外部环境的不

确定性，然后将全样本划分为不确定性较低组和较高组；对于流动性约束，以问卷中是否需要贷款表

示企业现金流约束状况，分组考察创新激励效应是否对需要贷款的企业产生更加显著。检验结果汇

报于表 10中，从各模型的回归结果看，在需要贷款、面临不确定性更高的组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

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不需要贷款和不确定性较低的组中则不显著；在企业税收负担较

高的组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显著为正，而企业税负较低组中不显著。这表明，对

于面临融资约束和企业税负较高的企业，同时享受两种政策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更强的激励效应。同

时，组合式税收优惠政策也显著提升了面临较高不确定性企业的创新活力，释放出了积极的政策信

号效应。以上结果说明，组合式税收优惠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和税收负担，同时政策的同

步实施也有助于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表现为积极的信号效应。

表10 机制检验

变量

企业所得税减半

增值税起征点提升

同时享受两种政策

控制变量

省份效应

行业效应

R2
N

（1）
不需要贷款

0.1755
（0.1160）
-0.0650

（0.1344）
0.1794

（0.1602）
是

是

是

0.1381
785

（2）
需要贷款

0.1664
（0.1574）
0.1166

（0.1780）
0.5921***
（0.1339）

是

是

是

0.2860
312

（3）
不确定性低

0.1102
（0.1225）
-0.0893

（0.1402）
0.1394

（0.1683）
是

是

是

0.1428
552

（4）
不确定性高

0.1834
（0.1406）
0.0765

（0.1783）
0.5417***
（0.2054）

是

是

是

0.1877
544

（5）
企业税负低

0.4084***
（0.1092）
0.0601

（0.1421）
0.2599

（0.1639）
是

是

是

0.1737
569

（6）
企业税负高

-0.2953*
（0.1533）
-0.1178

（0.1715）
0.4121*

（0.2119）
是

是

是

0.2037
527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省份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催生的小微企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对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

级具有重要意义。受国外经济环境严峻复杂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等因素影响，小微企业经营状

况不容乐观，而创新能力的不足则是制约小微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屏障。为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减税降费政策，并不断扩大

减税降费规模。而这些政策在减负纾困的同时，对小微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影响如何，不同税收政

策如何表现，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多重处理效应框架，基

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组合式税收激励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是从综合效应看，当前的税收激励措施中，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在促进小

微企业创新上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的创新激励效应并不显著。增值税优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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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效果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同时享受这两种政策优惠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远大

于仅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政策效果；二是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的组合效应对于社会经济关

注度高、行业预期前景好、中西部地区企业等的创新能力提升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三是机制分析表

明，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企业流动性约束与企业税负，并释放积极的信号效应。

本文结论为进一步对小微企业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新的证据。具体政策启示是：首

先，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虽不是直接针对小微企业研发的创新支持政策，但同

样对其创新具有积极的激励效应。鉴于创新是小微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内核，未来税收政策

设计应在持续减负纾困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以促进小微企业创新为中心，出台直接针对小微企业的

研发支持政策，同时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优化增值税税收优惠体系，增强二者的互补性功能；其

次，由于企业所得税的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明显，应多对小微企业辅以政策宣传上的普及推广，引导提

升小微企业对社会经济金融的关注度，提高对小微企业主创新创业中的技术支持力度及其知识水平

和行业预期。最后，政策制定还须综合考虑地区和行业特点。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对于中西部

地区小微企业和技术型行业来说更加积极，未来政策制定可更多结合区域创新环境等因素、行业创

新投入等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于此类小微企业发展的激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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